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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墨家、名家的名辩学为代表的古形名学中蕴藏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内容。从学

术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符号学兴起并大规模引入中国学界是１９８０年代的事情，此前对古形名思

想的探索集中在哲学、逻辑学领域，此后学界才开始从符号学角度检视古形名学，古形名学符号

思想研究在２０世纪最后十年得到了拓展。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为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的深化

期，而第二个正在发展的十年则可视作锋面拓展期，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范围都得到了拓展。

而从对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到对整个中国符号学遗产的梳理和阐发，对促进中外学术思想的交

流对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代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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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现代符号学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类用
符号来表达意义和思想的历史却是和人类伴随

始终的。早期中国、古希腊、古印度的先哲都曾
经对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有效思辨，而
以中国古代墨家、名家为代表的古形名学对名实
关系的思考与探索，被认为是早期中国符号思想
研究的集大成者，用现代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去
激活古形名学，对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以下
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梳理，以期能
够掘幽发微，鉴古知来。

１　历史的回溯：古形名学的现代转换

墨家和名家的形名之学汉代后逐渐湮没不

彰，仅有西晋鲁胜《墨辩注》《形名》等著作，惜已
失传；至晚清民初诸子之学研究复兴，此二家之
学才得到新的重视，但是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文献辑佚、考证、训诂诸方面，如陈澧的《公孙龙

子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梁启超的《墨经校
释》等。这种文献整理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扎实可靠的资料，居功甚伟。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现代学科分类的大部

分学科专业及名词术语也是在这个时候输入进

来，如哲学、逻辑学、文学、伦理学等。在向西方
学习的语境下，中国学者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翻译
译介西方学术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充分发掘中国
本土学术资源，进行格义对接，如孙诒让、梁启超
等学者先后发现中国传统墨家学术中蕴藏着西

方逻辑学相同的思想因子，并开始加以比照阐
发。如笔者所言，在各门学科的草创期，因为理
解、消化、吸收的程度不同，会存在比附对接的现
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的学者在学科立
场上，“并不是为了用中国古代学术去印证西方
学说，而是因为名辩学说确实包含了丰富的逻辑
思想”［１］，更为重要的是西方逻辑学的输入为国
内学界研究名墨之学开启了新的学术视角，对有
效激活传统学术资源起到了助推作用。当然，这



种学术研究的背后在当时多少还有建立民族自

尊心文化自信心等方面的因素。
西方逻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是以“名学”

“辩学”的名称进行格义对接的，如严复翻译英国
弥尔（Ｊ．Ｓ．Ｍｉｌｌ）的《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
时用的中文名字即是《穆勒名学》（１９０５），翻译英
国逻辑学家耶方斯（Ｗ．Ｓ．Ｊｅｖｏｎｓ）的《逻辑入门》
时用的汉译名称为《名学浅说》（１９０９）；王国维翻
译出版的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
用的汉译名字即是《辩学》（１９０９），名学、辩学即
是逻辑学的汉语意译（两个意译在理解上有差
别，这种差别不是个人偏好，有意思的是，不同的
译名代表了不同的逻辑学观念）。这种翻译表明
逻辑学进入中国伊始，最初的那些逻辑学的介绍
者在学科立场上，并不纯粹是为了用中国古代学
术去印证西方学说，而是因为名辩学说确实包含
丰富的逻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辩者虽也有
以‘正名’议论政治、讲习道德的风气，但是他们
的重点还是放在纯逻辑的探究上”。［２］名辩之学
亦成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代称。一般说来，以西
学为本位，以西统中，一般用“论理学”；以中通
西，从中国本位出发，一般用“辩学”，但并不是每
一个人都有这样清楚的认识或成见。中国亦展
开了以古代名辩之学为主的逻辑学研究，如１９０４
年梁启超发表了《墨子之论理学》，开启了近代名
辩逻辑研究之先河；１９０５年王国维撰有《周秦诸
子之名学》（值得注意，胡适的博士论文乃至后来
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说是从这篇文章的展
开），１９１７年胡适用英文写成了《先秦名学史》则
是我国第一部断代逻辑史专著；１９１９年章太炎
《原名》出版，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名辩思想。此后
对先秦诸子的名辩逻辑研究逐渐风行起来，陈显
文于１９２５年出版了《名学通论》；郭湛波１９３２年
出版了《先秦辩学史》，为集中研究先秦逻辑史的
专著；虞愚于１９３７年出版了《中国名学》；伍非百
也于１９４９年完成出版了他的《中国古名家言》修
订本。用现代逻辑学来疏解中国古代的形名学，
对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的研究有较大的开拓。
这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伍非百的《中国古

名家言》，它或许可以视作中国古形名学的集大
成者。其中收录了《墨辩解故》《大小取章句》《尹
文子略注》《公孙龙子发微》《齐物论新义》《荀子

正名解》《形名杂篇》等研究内容，由这份目录我们
可以看到，墨家和名家是古形名的主要部分。而
从墨家《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
取》《小取》与名家《尹文子》《公孙龙子》的主要内
容来看，名家与墨家是有很深厚的学术渊源的。
所谓名家，据伍非百先生言，即是专门研究与“名”
有关学术的问题，如名法、名理、名辩等，其中以公
孙龙为代表的学者主研“正名”“析辞”“立说”“名
辩”等学问。在《中国古名家言序录》中伍氏指出：
“‘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盛于庄周、惠
施、公孙龙及荀卿，前后历二百年，蔚然成为大观，
在先秦诸子学术中放一异彩，与印度的‘因明’，希
腊的‘逻辑’，鼎立为三。其时代亦略相当。”［３］墨
家是春秋战国时的另一学术流派，其学说保存在
《墨子》一书之中，今存《墨子》中的《经上》《经下》
《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被认为是后
期墨家学派的学术观点，晋朝鲁胜曾将《经上》《经
下》《经说上》《经说下》抽出来作《墨辩注》，并在
《墨辩注叙》中云：“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
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墨子著书，作《辩经》以
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
世。……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
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
《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
书众篇连第，故独存。”［４］认为名家公孙龙皆祖述
墨家之学，而名家学说幸由《墨辩》才传存下来。
近人胡适不承认学术史上有名家，认为名学（逻
辑）是一种学术方法，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有自己
的名学，但是将惠施、公孙龙等后世命名为“名
家”的学派视为墨家别派。［５］纵观前贤所论，一派
主张用墨统名，一派主张以名统墨，其实无论名
家还是墨家，都对形名学有深入研究。如果按照
传统观点将《墨辩》视作后期墨家学术的话，可以
看到他们确实已经关注到了名辩问题，并有深入
辨析，至惠施、公孙龙处发扬光大。名、墨二家在
学术上关系密切，皆关心名实之学，如《经下》第
六十八条谓：“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
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
可。彼此不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
此也。”学界多认为这一条基本上是针对公孙龙
“彼彼止于彼”而发的，是对公孙龙学说的补充发
挥。由是我们可以看出学术史上名家与墨家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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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思想上确实存在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在
名辩问题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辨，集中反映了中国
古代形名学的发展实绩。
建国初期，名、墨学术思想还有一个小的热

潮，相继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如詹剑峰的《墨家
的形式逻辑》（１９５６），栾调甫的《墨子研究论文集》
（１９５７），谭戒甫的《墨辩发微》（１９５８），高亨的《墨经
校诠》（１９５８），在理论阐发和文献整理方面皆有一
定的实绩，但是这种研究很快由于历史原因而终
止，没能持续下去。到文革结束之后，学术思想得
以解放，一批研究传统名辩逻辑学的著作相继问
世，如周文英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１９７９），温公
颐的《先秦逻辑史》（１９８３），周云之、刘培育的《先秦
逻辑史》（１９８４），周云之的《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
究———校诠、今译、剖析、总论》（１９９４），《名辩学
论》（１９９６），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１９９７），林
铭钧、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２０００）等，对名辩逻
辑思想的研究多有推进，虽间或涉及符号学的理
论与方法，但主要属于逻辑学视角。
名辩之学与逻辑学关系密切，而逻辑学与符

号学也是紧密相连，如符号学家皮尔斯就认为
“逻辑学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符号学的别名，是符
号学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６］符号学家
吉罗亦云：“逻辑学的目的在于确定可以在实体
之间或在各体之间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并保
证这些关系的真实。它表明在这些的情况下，它
就是一种编码。”［７］中国学者李先焜也在１９８０年
代中后期先后撰文《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
（１９８６）、《指号学与逻辑学》（１９８８），剖析逻辑学、
符号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逻辑学本身研究的
对象就是一种符号，但效果影响似乎并不理想，
“由于它跟传统的观念相距太远甚至背道而驰，
因此很难为逻辑学界一些同志所接受。”［８］从后
面的实际研究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研究队伍确

实比较狭窄。直到２０世纪末，中国学者才开始
在惊呼：“今天我们应该走出误区，抛弃过去的研
究方法，采用现代符号学理论，重新探讨和评价
名辩学。２０世纪新兴起的现代符号学理论比传
统的逻辑学和语言学更具概括性、更接近思维活
动的自然。借助于符号学，我们可以对名辩学进
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以期寻找出名辩
学的学科体系及发展规律。……名学从其整体

上说，主要是关于词项符号的理论；辩学史研究
辩论学的学问。名辩学的许多问题，必须用符号
学分析才能解决。”［９］由是我们可知名辩学与逻
辑符号学关系紧密，中国古形名学中的名辩学中
确实含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２　符号学视域：古形名学的再次发现

现代符号学的建立是２０世纪以来的事情，
而“符号学”这个中文词，则是赵元任１９２６年在
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文章中提出的。赵毅
衡先生研究指出赵元任应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

尔斯提出这门学科的，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
者。［１０］中国学者较早从现代符号学角度考察古
形名学符号思想的允推钱钟书，他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代就曾注意过中国言意论与西方现代符号学

之间的关系：
“言”“文”“物”三者析言之，其理犹墨子以

“举”“名”“实”三事并列而共实也。《墨子·经》
上：“举，拟实也”；《经说》上：“告、以之名举彼实
也”；《小取》：“以名举实，以词抒意。”……近世西
人以表达意旨（ｓｅｍｉｏｓｉｓ）为三方联系（ｔｒｉ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图解成三角形（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符号”
（ｓｉｇｎ，ｓｙｍｂｏｌ）、“所指示之事物”（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ｆｅｒ－
ｅｎｔ）三事参互而成鼎足。“思想”或“提示”“举”
与“意”也，“符号”“名”与“文”也，而“所指示之
物”则“实”与“物”耳。［１１］

钱钟书以其学贯中西的宽广视野敏锐观察

到中国先秦墨家学术与现代西方符号学之间的

学术关联，这在当时学术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
然而像钱先生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学界也确实少

见。由钱先生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即
便是“拿来”符号学，至少还有这样的学术意义，
即发现了中国原有的“符号学资源与思想”。接
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进一步引进的同时，消
化，乃至清理或者建立“中国的”符号学乃是中国
学界的责任。
现代符号学开始成规模传入中国并在学界

引起反响还是１９８０年代的事情。然而相对于易
学符号学的研究来说，对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的研
究确实相对慢了半拍，我们现在能够检索到的资
料可以看出，１９８０年代用符号学理论研究名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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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不多，但毕竟开启了用符号学研究古形名
学的先河。如胡绳生、余卫国的《〈指物论〉：文化
史上第一篇符号学论文》，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
符号学概念对公孙龙《指物论》中的“指”“名”
“实”等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公孙龙子的‘指’
范畴，实际上包含了从主体、能指到所指、对象的
整个指认过程，体现了符号化过程的本质。”［１２］

胡文作为国内第一篇用符号学理论阐释名辩学

的论文，文章的创建之功还是值得称许的。刘宗
棠的《〈指物论〉与指号学》（１９８９），从符号学的观
点来理解“指”与“物”，认为指即是“指号”（即符
号），而名则是“概念”，是符号相应的心灵的表现
者，即“解释者”，也即思想，物即是“事物”，也即
对象。这两篇文章皆是直接将“名”等同于事物
的名称、概念，还是值得商榷的，这一点直到１９９０
年代才由李先焜先生辨明。这也说明国内学界
对符号学理论还需要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学界开始有更多的关于古形
名学的符号学研究。如李先焜的《公孙龙〈名实
论〉中的符号学理论》，文章依据皮尔士与莫里斯
的符号理论对公孙龙的《名实论》进行了剖析，指
出公孙龙的“名”是“名称”，而非“概念”，因为公孙
龙的语义理论属于指称论，只考虑名称的外延意
义，而忽略了其内涵意义［１３］，这也算是对胡绳生文
章的一种修正，反映出中国学者对符号学研究的
深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符号学界终于团结起一

批学术同仁，并成立了相应的学会，如１９８９年中
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１９９４年中国语
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在苏州大学成立。这对中国
传统符号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
我们从稍后的系列学术论文中也看到了这种积

极影响。如赵平《〈公孙龙子·名实论〉的指称
观》（１９９６），周文英《〈公孙龙子〉中的哲学和逻辑
思想》（１９９６），曾祥云《〈指物论〉：中国古代的符
号学专论》（１９９６）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
代名辩逻辑进行了探析。如林铭钧等学者《从符
号学的观点看先秦名学》（１９９５）一文，根据汉字
的表意文字特征，指出我国先秦文字的象形性质
和表意特征决定了“名”的表意功能，也即名本身
是表意的，先秦名辩之名是形、声、意的结合体，
本身集能指与所指于一身，这是中西文字的根本

性区别，也是先秦之名的特有功能；而先秦名学
的兴起则与政治伦理领域的“名实散乱”有关，正
名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名实关系问题
也成为学术论争的焦点，古形名学亦因此而来；
最后，作者还对名的作用、命名原则和方法进行
了分析，并区分了先秦名学与传统逻辑的概念
学。然而作者认为名实关系、名形关系与名实关
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实并非事物的本质属性
似乎还可以商榷。在笔者看来，“实”不同于
“物”，物是具有形色的个体事物的综括，而实则
是从物中抽象出来的一些具有共性的本质，名是
表征实的，同时又可指称物，如果将名视为概念
符号的话，那么物则可视为客观对象（个别），而
实则是抽象本质（共相）。
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先秦形名学研究的

论著、论文也日渐增多，既有对古形名学的综合
性研究，又有关于名学的个案研究，宏观研究与
微观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宏观研究方面，
如苟志效《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１９９５），
徐阳春《从符号学看中国古代名学》（１９９８），曾祥
云、刘志生《名学与符号学》（１９９９）等；微观研究
如林铭钧、曾祥云《以符号学析“白马非马之辩”》
（１９９６），李先焜《〈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１９９６）
等。通过梳理可知，这个阶段对形名学的“名”的
研究越发深入，如李先焜对儒、墨二家之名的比
较分析，指出“言（话语）”是墨经语用学的基本范
畴，而“名”则同时具有符号性与行为性，墨经是
将符号性与行为性结合起来论述的；墨家的正名
学说不同于儒家的正名学说，墨家从精确表达思
想的角度，从语言学、逻辑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
“名”本身进行了分析，使正名超越了政治伦理范
畴，成为名辩学的组成部分；而墨家的辩也超越
了单纯的政治、伦理学范围，谈的是语言学、逻辑
学与符号学的问题，特别是语义学与语用学方面
的问题，具有逻辑语用学性质。［１４］李先焜在《论
先秦名家的符号学》（１９９５）对名家之名进行了分
析，指出名家学派公孙龙对“名”的定义揭示出了
名的符号性，名家在先秦诸子中是一个真正以研
究“名”的符号为主的学派，并具体分析了邓析、
尹文、惠施、公孙龙的符号学思想，还用元语言理
论去分析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指出“非”不
是“不属于”，而是“异于”之意；在这里“白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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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理解为对象语言，而“非”则是元语言，这样
就便于读者理解“白马非马”的命题了。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阶段有一位从语言符号

学角度切入名辩学研究的学者，即是屠友祥先
生。屠氏的《言境释四章》（１９９８，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对
《老子》《论语》《庄子》《公孙龙子》形名思想的研
究。但是屠氏亦坦言：“鉴于学术传统纯粹性的
原因，没有使用一个西方符号学的术语，完全依
循‘古形名学’的路径展开的。”［１５］如屠氏在释
“物莫非指”时指出：“指”为指而谓之，使之显现
之意，也即是“指谓”，有指谓的话，必须有意识活
动参与其中，“指与物之间发生关系，亦必有理路
存在，也就是说，其间有过程，有方向。”［１６］事物
在意识的意向性压力之下成为指谓对象，人的每
一次意义活动必然是意向性投射而产生的，如赵
毅衡先生所言，“意义世界却是人类的意识与事
物交会而开拓出来的”［１７］，意向性投射必然是有
过程、有方向的投射。可见屠氏尽管没有用符号
学术语，但是其理论旨趣却与符号学是相同的。
从２０世纪后期的名辩符号学研究的现状来

看，我们发现主要集中在逻辑符号学领域，这种现
象说明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并没有真正扩展开

来，而符号学本身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学术
发展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推进需要有更多人文学

科参入进来，对古形名进行不同角度的观照。

２１世纪以来，名辩之学的研究队伍有所扩
展，但是研究主体的学术背景依然以从事逻辑哲
学的学者为主，间或有像屠友祥这样从事语言学
研究的学者参与。相较而言，这个时间段的相关
研究趋向是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如张长明、曾祥
云《从符号学的观点看〈尹文子〉的名学》（２００１），
曾祥云《〈墨经〉名学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
的角度》（２００２），杨文的《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墨
经〉名学》（２００５），刘湘平的《从墨家的“名”论看
起语言哲学思想》（２００８），邹劼《〈公孙龙子〉中的
语言学思想研究》（２０１１）等。通过研究史的检索
发现，这个阶段的研究整体上有一个由逻辑符号
学向语言符号学转向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

２０１０年之后有拓展深化的趋向。如笔者的《论形
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则综合语言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角度对古形名学进行
了综合性的多维透视，指出这是一个“以‘名’为

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符号学发展模

式”。［１８］《名与礼：儒家符号思想及其深层意识形
态分析》则从文化符号学、伦理符号学、语言符号
学诸领域对儒家名礼符号思想进行了多维透

视［１９］，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着拓展了传统符号学
的研究锋面。

３　现状的反思：传统符号学任重道远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从现代逻辑学到当
代符号学的引入，中国的古形名学被逐步激活。
从古形名符号学思想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研究在２０世纪最后的十年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但是２１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其研究现状
却不容乐观，基本上是对前期研究的重复或者细
化，开拓不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梯
队建设不够，任何一门学术要想发扬光大，必须
要有一批稳定的、成梯队状的学者群体。通过前
面研究现状的检视我们可以看出从事这个课题

研究的人员不多，而且后继乏人。为此，必须加
紧培养一批热爱这项研究并对名辩符号学有一

定悟性的能够稳定从事该项研究的研究队伍出

来。如果没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那么其他就
无从谈起。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研究者主
要集中于逻辑符号学领域，间或有从事语言学研
究的学者参与，但是为数不多，这样的话，就使得
古形名学的“符号学诸领域”得不到有效展开，不
能多维透视，圆形观照，这本身也违背了符号学
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研究的宗旨，自然限制了对古
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的拓展。第三个方面的原因
则是尽管在２０世纪后期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
委员会和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但
是学会成员都相对集中，一个集中在逻辑学领
域，一个则主要在语言学（特别是外国语言学）领
域，因为学科背景的不同，两个学会整体上缺少
交流碰撞，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相关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此外，这个阶段的符号学理论文献
的译介工作也相对不足，这对促进中西学术交流
对话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要突破这种研究瓶颈，全面深入推进中国

古形名符号思想的研究，还必须继续从符号学角
度出发，去激活我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如朱前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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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从符号学的角度探析先秦名家四子的名
实思想，可以丰富对现代符号学的认识和方法论
的认识，廓清中华民族特色的符号学思想，加深
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和思想家的认识，同时，也
可以为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工

具和研究案例。”［２０］其实不只是逻辑思想，对中
国传统文化思想、伦理思想、语言思想等领域，都
会有新的认识和提高。对此，笔者认为要将这中
国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必须从以
下几个方面继续拓展。
首先是拓展研究队伍、丰富研究方法的问

题。笔者建议要扩展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以宽容
的心态吸纳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参与到这个

研究中来，比如从事语言学的研究者、从事中国
思想史的研究者，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
他们分别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视角，看问题的角
度肯定也各异其趣，研究的方法路径也会各有特
色，跨学科思想方法的碰撞肯定会产生新的火
花。其次是均衡研究对象的问题。从研究现状
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古形名学符号学思想研究中，
主要集中于名家与墨家，而且名家显然热于墨
家，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势必造成学术资源的浪
费及研究空白的持续闲置；除此之外，儒家的典
籍《论语》《荀子》《礼记》，道家的典籍《老子》《庄
子》，法家的典籍《管子》《韩非子》，以及出土文
献，如《黄帝四经》等，都要纳入古形名符号思想
的研究视域。第三是要加大对西方符号学理论
研究著作的译介，扩大符号学的研究锋面与理论
视域，更全面而广泛地促进中西学术的交流碰
撞。而我们也相信随着研究视域的扩大、研究队
伍的壮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互动，一定会促进古
形名符号思想的研究的发展。
令人兴奋的是，这种研究现状在２１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间已经开始得到改观。笔者近几年
参与中国语言符号学学会和文化与传播符号学

会的会议，发现已经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参与其中
并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２０１５年７月在四川大
学召开的首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会议

上，笔者成功组织了“中国传统思想与符号学遗
产”圆桌会议，袁峰、刁胜虎、张劲松、何光顺、李
卫华、吴中胜、杨赛等中青年学者分别从哲学符
号学、传播符号学、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伦
理符号学等角度对传统符号学遗产进行多维透

视，并结合当今中国文化现状和发展的符号学研
究来谈，使符号学很好地与当今转型期的社会文
化现象紧密结合，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关怀，
“学者们既重视经典，更兼有思想遗产的当下意
义思辨”［２１］，大大拓展了传统符号学思想研究的
锋面，真正实现了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研究
的目的。此外，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团队
近年的主攻方向之一便是传统符号学遗产，而且
在这个领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如苏智的易
学符号学研究、黎世珍的两汉术数符号思想研究、
兰兴的阴阳五行符号思想研究、孙金燕的禅宗符
号学研究、王墨书的阳明心学符号思想研究等，将
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符号学遗产

的研究论域。笔者亦有幸参与其中，近年在先秦
符号思想领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
如胡易容等学者所言：“中国文化思想及其东

方智慧对符号学具有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启示

方式，如何进一步挖掘弘扬将成为中国符号学发
展路径上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课题。”［２２］相信
随着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包括古形名学的中
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亦将得到全面的梳理研究，中
国的符号学者会向世界符号学界贡献中国的符号

学思想、传播符号学的“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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